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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退耕还林实施效果的显现期( 2003－2011年) 为背景，采用指纹识别技术反演淤地坝泥沙来源及小流
域侵蚀产沙演变。结果显示，9年间，沟道、人工林、灌木地和缓坡耕地的平均泥沙贡献率分别为 40%、25. 9%、
20. 3%和 13. 8%，淤地坝泥沙主要来自沟道。根据各源地泥沙贡献率及其与面积占比的关系，确定小流域中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平均侵蚀强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沟道＞缓坡耕地＞人工林＞灌木地。随着退耕年限的增加，
人工林泥沙贡献率出现小幅增长，沟道侵蚀有下降趋势，但沟道仍为黄土高原丘陵区侵蚀泥沙的主要来源地。
退耕还林时期栽植的灌木有效减少了侵蚀作用，缓坡耕地则仍需辅以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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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位于黄河流域中游，特殊的气候、土壤和地形条件，加之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使它
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退耕还林工程使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得到明显遏
制，入黄泥沙显著减少［2］，生态环境呈现出新的面貌。在新的侵蚀环境下，小流域集水和汇水过程、速率
等均发生变化，而泥沙运动的动力是由水提供的，水的流速、流量和方向等直接影响着泥沙的侵蚀、搬运
和沉积等作用。相比径流小区观测、水沙资料分析和遥感调查等传统方法，指纹识别技术可直接从泥沙
入手进行研究［3］。20 世纪 70 年代，国外学者首先将其用于泥沙示踪研究。随着多变量线性混合模
型［4］的加入，以及多因子的指纹识别［5］和多元判别分析方法( DFA) ［6］的运用，使它作为一种高效、便捷
的研究手段被广泛使用。淤地坝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工程措施［7］，通过对坝库泥沙
的分析，能够挖掘出流域大量的侵蚀信息［8］，其分析的基本单元通常为淤积旋回。张信宝等［8］根据泥
沙对洪水的响应机制，利用137Cs将淤积旋回与历次降雨事件对应。侯建才等［9］基于此方法，初步探索
了淤积旋回在小流域侵蚀过程和泥沙来源中的运用。杨明义等［10］首次证明了利用指纹识别技术研究
黄土高原地区洪水泥沙来源的可行性，随后的许多研究［11－13］也证实其同样适用于黄土高原淤地坝泥沙

来源解析。近年来，这项技术日趋完善［14］。本文通过坝库淤积泥沙剖析，反演了退耕还林实施以来淤
地坝的泥沙来源，探索退耕还林工程对黄土高原小流域侵蚀产沙的影响，同时判断流域内不同土地利用

类型的侵蚀强度差异。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湫沟小流域位于陕西省延安市( 图 1) ，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第二副区，流域面积为 5. 23 km2。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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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及采样点位置
Fig．1 Location of study area with sampling points

究区年均气温为 9. 8 ℃，年均降水量为 537 mm，全年
降水量 70%以上分布在 6－9 月份，且多以暴雨形式出
现，年际变化大。流域内成土母质为黄土，土壤以黄绵
土为主，占 90%以上。1999－2002年，在退耕还林的实
施下，流域内荒坡地和坡耕地面积急剧减少。截至
2003年，二者基本实现向刺槐林、灌草地和机修梯田
的转化，流域内仅剩占总面积 3%左右的缓坡耕地。
湫沟大坝于 2002 年开始建设，2003 年底蓄水使用。
坝址位于沟口，无任何泄洪措施。坝高为 28. 5 m，顶
宽为 4 m，总库容为 118. 5 万 m3，拦泥库容为 59. 1 万
m3。淤地坝自建成运行以来，无泥沙外泄。2003 年开
始正式蓄水。
1. 2 土样采集与处理
沿库尾向坝体方向的轴线设置 3 个淤积泥沙采样点，分别距离坝体 60 m、225 m 和 380 m 处( 图

1) 。2012年 5月进行采集工作，采样工具为内径 42 mm 的双净面不锈钢管。样品风干后，取全剖面 1
kg左右作为淤积泥沙代表样品，用于 2003－2011 年泥沙来源解析。剖面剩余部分按照 0. 5 cm 厚度分
层，进行颗粒组成测量。分层粒度测量发现三者典型旋回数量相同，且在剖面上的分布相似，但距坝体
60 m的样品剖面长度最大，同时典型旋回与暴雨事件对应度较高，故以其剖面划分的淤积旋回构建时
间序列。泥沙源地分为人工林、灌木地、缓坡耕地和沟道 4种类型。人工林包括陡坡耕地退耕后种植的
刺槐林和零星的山杨( 占流域面积 25. 3%) ，以及峁坡上小于 25°种植苹果树的坡地( 占流域面积 7%) ，
林下植被覆盖稀少。灌木地( 占流域面积 34. 2%) 主要植被为柠条、黄蒿和其他杂草，坡度较陡。沟道
虽不属于土地利用类型，但其作为黄土高原丘陵区的主要侵蚀来源地貌也被考虑。天然林经治理后恢
复良好，不将其列为潜在泥沙源地。流域内梯田面积约占 9%，但均为高标准的机修硬埂梯田，可认为无
侵蚀发生［15］。小流域共设置 102个样点，其中人工林 37 个，灌木地 30 个、缓坡耕地 15 个、沟道 20 个。
根据坡面走向，沿径流线从分水岭至坡脚设置样点，使用不锈钢铲，采集样点周围 5 m以内土壤 1 kg 左
右，取样深度为 0～5 cm。沟道土样采集自沟壁，分布在沟道中部及下部沟道连接处。源样点采集工作
于 2012年 7月完成。
实验室需测量的指标有 13 种，分别为颗粒组成、137 Cs 比活度、全氮( TN) ，全磷( TP ) ，土壤有机质

( SOM) ，K，Mg，Na，Ca，Fe，Mn，Cu，Zn。测试工作于 2013 年 5 月进行。所有样品经自然风干，拣除植株
碎屑、根系及砾石，研磨后过 2 mm筛备试。土壤颗粒组成分析采用英国马尔文激光粒度仪 MasterSizer
2000。TN采用全自动凯式定氮仪测定，TP 采用磷钼酸比色法，采用重铬酸钾容重法测定样品的 SOM。
K，Mg，Na，Ca，Fe，Mn，Cu，Zn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将粒径小于 1 mm样品称取 250 g 以
上装入137Cs测定样品盒中，称量样品净重量，密封后静置 20天。采用美国 OＲTEC公司生产的 8 192 道
低本底 γ能谱分析仪，测定在 661. 6 keV处137Cs全峰面积，测量时间均为 8 h。
1. 3 指纹识别技术
指纹识别技术是基于泥沙样品中的地球化学元素等其他可作为指纹因子的指标，来推算潜在的泥

沙来源。为了筛选出在各源地间存在显著差异的因子，采用的 Kruskal-Wallis检验统计量 H为［16］:

H = 12
N( N + 1)∑

k

i = 1

Ｒ2
i

ni

－ 3( N + 1) ( 1)

式中: Ｒi 为各组秩和; N为各组观察值总个数; ni 为单个组内观察值个数。当某项属性的 P 值小于 0. 05
时，说明该属性在组间差异性显著，符合指纹因子备选条件; 差异不显著的因子( P＞0. 05) 则会被剔除。
寻找最优因子组合由多元判别分析实现。这里引入 Wilks' lambda计算法［16］，计算式为:

Λ =
SSerror

SSerror + SStreat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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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Serror为组内离差平方和; SStreat为组间离差平方和。当所有观测组均值相等时，lambda 值等于 1;
当组内变异小于组间变异时，lambda值接近于 0. 000，说明组合辨别率较高。在找到最佳因子组合的基
础上，接着采用多元混合模型［17］计算各源地泥沙贡献率:

Ｒes =∑
n

i = 1
{ ［Ci － (∑

m

s = 1
PsCsi) ］/Ci}

2
( 3)

式中: Ｒes为残差平方和; n为指纹识别因子数量; Ci 为淤地坝淤积泥沙指纹因子 i的含量; m为泥沙源地
数量; Csi为潜在泥沙源地 S中的指纹因子 i平均含量; Ps 为泥沙源地 S 的泥沙贡献率。当 Ｒes取到最小

值时，Ps 值即为相应的泥沙贡献率。最后采用拟合优度( Goodness of Fit，GOF)
［18］检验模型对样本观测

的结果，计算式为:

GOF = 1 － 1
n∑

n

i = 1
Ci － ∑

m

S = 1
PsCsi( ) /Ci{ } × 100% ( 4)

当 GOF＞80%时，一般认为混合模型的计算结果被接受。

2 结果与讨论

2. 1 坝前旋回分层及时间序列的建立
泥沙输移比会随流域面积的增加迅速减小［19］，本研究流域面积为 5. 23 km2，且黄土高原丘陵区中

小流域泥沙输移比接近 1［20］，径流携带的泥沙大部分经沟道流出沟口汇入淤地坝。进入淤地坝的泥沙
在沉降过程中产生的分选作用，造成淤积泥沙粗细相间分布，出现一定的淤积层理分布特点［18］。根据
这一特点，从剖面下部至上部，以第一个明显的砂粒含量极大值为始，剖面样品长度被设置为205 cm。
表 1显示，样品中黏粒含量的变动范围在 5. 6% ～ 28. 9%之间，粉粒含量变动范围在 56. 3% ～

84. 6%之间，砂粒含量变动范围在 0. 2%～ 35. 9%之间，淤积物中粉粒的含量远大于砂粒和黏粒。此外，
剖面样品中各粒径的组分出现峰值与谷值交替的现象( 图 2) 其中* S为典型旋回层。从 205 cm深度开
始向上，样品中的砂粒百分含量由多变少后又变多，出现了一个峰值。对应深度处，粉粒和黏粒的百分
含量出现了一个谷值，即存在粒度含量的转折点。由于砂粒百分含量的变异系数最大，且砂粒最先沉
降，故选出 13个砂粒含量极大值点作为旋回分层的初步参考。此外，风干后的剖面样品出现多条裂隙。
这是由于黏粒较强的胀缩性，使土体中黏粒含量高的部分在土壤含水率降低时发生收缩［21］。因此，以
风干后样品的自然裂隙，结合剖面样品中砂粒含量极大值点进行旋回分层。根据现有降雨资料，将各旋
回与相应年限降雨资料建立初步的淤积剖面时间序列( 图 2) 。

表 1 泥沙剖面样品不同组分的颗粒属性
Table 1 Particl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in sediment samples

土壤颗粒 /mm 极小值 /% 极大值 /% 标准差 方差 变异系数

黏粒 ( ＜0. 002) 5. 6 28. 9 6. 6 42. 9 0. 42
粉粒 ( 0. 05～0. 002) 56. 3 84. 6 5. 8 33. 6 0. 08
砂粒 ( ＞0. 05) 0. 2 35. 9 10. 2 103. 4 0. 80

初步分层得到 14个淤积旋回。在黄土高原丘陵区，坝库中明显的旋回层通常由暴雨产生［12］，较小
的雨强并不会在坝底形成完整的旋回，或因旋回层太薄而导致无法区分［9］。降雨资料完整时，可先将厚
度较大的旋回层与暴雨事件对应，这些层次可作为进一步确定其他旋回与降雨事件对应的控制性层次。
两个控制性层次间的旋回也按照厚度由大到小进行筛选，较大厚度层次对应较大降雨事件，如此依次类

推。本文把暴雨标准定为 24 h累计降雨量＞55 mm［22］，9年间小流域共有 11 场暴雨事件。通过旋回和
降雨对应关系的分析，确定了 S2，S4，S7，S8，S9，S10，S13 和 S14 共 8 个旋回是在这 11 场暴雨事件下形
成的，故将其列为典型旋回。研究期内小流域无坝体修补、溃坝和大型耕作活动等扰动破坏旋回的事
件，可认为所选取的典型旋回可靠性较高。它的确定有利于精确剖面样品的时间序列，为小流域侵蚀产
沙研究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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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淤积泥沙剖面样品颗粒百分含量随深度的变化
Fig．2 Variation of particle percentage content with depth in sediment profile samples

2. 2 淤地坝泥沙来源
参考杨明义等［10］的试验结果，本文选择了137 Cs 比活度，TN，TP，SOM，K，Mg，Na，Ca，Fe，Mn，Cu 和

Zn共 12种指标作为指纹因子。表 2为经过式( 1) 的 Kruskal-Wallis H检验，其中* 表示在 P= 0. 05时显
著。初选的 12种指标均通过了 Kruskal-Wallis H检验。

表 2 泥沙源地指纹识别因子的 Kruskal-Wallis H检验结果
Table 2 Ｒesults of Kruskal-Wallis H test in sediment sources

指纹因子 H值 P值 指纹因子 H值 P值
TP /% 65. 7 0. 000* Mn / ( g /kg) 71. 1 0. 000*

TN /% 17. 8 0. 000* Ca / ( g /kg) 76. 6 0. 000*

SOM /% 51. 3 0. 000* Fe / ( g /kg) 72. 5 0. 000*

K / ( g /kg) 78. 4 0. 000* Cu / ( g /kg) 139. 5 0. 000*

Na / ( g /kg) 27. 2 0. 000* Zn / ( g /kg) 51. 9 0. 000*

Mg / ( g /kg) 37. 9 0. 000* 137Cs比活度 / ( Bq /kg) 38. 3 0. 000*

经判别分析式( 2) 计算，得到由 Cu、Fe、Mg、Mn和 K等 5 种土壤理化指标构成的最优因子组合( 表
3) 。单个因子辨别率均较低，最高为 Fe，辨别正确率为 42. 2%，最低为 Mg，辨别正确率为 30. 4%。而最
优因子组成的累计辨别率达到了 95. 1%，对 4种不同泥沙源地的判别正确率( 表 4) ，最高的是人工林，
为 97. 3%，剩余的判别正确率由高到低分别是沟道、缓坡耕地和灌木地，分别为 95%、93. 3%和 93. 3%。
4种泥沙源地的判别正确率均大于 85%，判别效果良好。
根据最优组合中各因子在源地和淤积泥沙代表样品中的浓度，得到 2003－2011 年间淤地坝的泥沙

来源信息( 图 3，其他* 包括梯田、天然林等，试验假设小流域泥沙均来自 4 个源地) 。试验混合模型
GOF值为 82%～92%。贡献率 /面积比系数为泥沙贡献率与各泥沙源地面积的比值，4 种潜在泥沙源地
的贡献率 /面积比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 沟道 5. 36，缓坡耕地 4. 95，人工林 0. 8，灌木地 0. 59，即 2003－
2011年，4种潜在泥沙源地平均侵蚀强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为沟道＞缓坡耕地＞人工林＞灌木地。9 年间，
淤地坝内 40%的泥沙来自沟道，占流域总面积 7. 4%的沟道是淤地坝泥沙的主要来源，说明研究区沟道

55

2020年 陈鸿，等: 退耕还林背景下的小流域侵蚀产沙研究 第 2期



表 3 最优指纹因子和组合辨别结果
Table 3 Optimal fingerprint property and combination

discrimination results
步骤 被引入的因子 单因子辨别率 /% 累计辨别率 /%
1 Cu 41．2 41．2
2 Fe 42．2 59．8
3 Mg 30．4 83．3
4 Mn 33．3 89．2
5 K 34．3 95．1

表 4 最优指纹的单个源头泥沙判别正确率
Table 4 Single sediment source discrimination accuracy

of optimal fingerprint property
土地利用类型 样本个数 判别正确率 /%
灌木地 30 93．3
沟道 20 95．0
人工林 37 97．3
缓坡耕地 15 93．3
累计 102 95．1

图 3 不同泥沙来源地面积百分比及
其泥沙贡献率关系

Fig．3 Area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sediment
sourc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ediment contribution rate

侵蚀较活跃，得到与 Wang等［13］一致的结果; 人工林和灌
木地贡献率 /面积比系数均小于 1，二者泥沙贡献率均小
于其面积比值; 缓坡耕地占流域总面积的 2. 7%，但泥沙
贡献率达到 13. 8%。在黄土高原地区高强度降雨条件
下，缓坡耕地仍会发生较为严重的侵蚀事件，而在退耕还

林实施后植被条件转好的背景下，沟道仍为黄土高原丘

陵区侵蚀泥沙的主要来源。研究小流域陡坡耕地被完全
退耕为林地和灌草地，栽植的灌木有效减少了侵蚀作用。
9年间，林、果园地( 人工林+灌木地) 泥沙贡献率之和为
46. 2%，远小于林果植被面积占流域面积之比 66. 6% ( 不
包括天然林) ，说明退耕还林对减少小流域侵蚀产沙做出

重要贡献。

图 4 各源地面积占比及其在不同旋回中的泥沙贡献率
Fig．4 Area proportion of each source and its contribution rate in different depositional cycles

2. 3 小流域侵蚀产沙演变
剖面样品中不同旋回的相对贡献率是由最优组合中各因子在源地土壤和淤积剖面不同旋回层中的

浓度得到。图 4显示，灌木地和缓坡耕地泥沙贡献率变化无显著规律，人工林贡献率随退耕年限的增加
( 旋回次序由大到小) 略有增长，但波动较大。相反，沟道贡献率不断降低( 沟道贡献率在 S14 较高的原
因与 2003年修建大坝过程中造成的库区周围和沟道的土体扰动有关) ，由 S13、S9 的 86. 3%、92. 7%，下
降至 S1的 2. 2%，泥沙贡献率减少了 80%以上。研究认为，坡面对产流产沙的响应在植被恢复、坡改梯
等一系列水保措施的实施下远大于沟道，结果通常是抑制其产流产沙［23］，沟道产沙量则会在退耕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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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以后不断增加［13］。但随着淤地坝的运行，侵蚀基准面抬高，会缓解暴雨形成的径流对下游沟道的
冲刷［23］。杨明义等［10］在洪水泥沙来源的研究中发现，沟道发生了重力侵蚀，出现泥沙贡献率高达
81. 2%的情况，但整个洪水过程沟道贡献泥沙不足 40%。同时，相比正常降雨，极端降雨会增加沟坡、沟
壁物质的流失［12］，而研究时段内湫沟小流域遭受极端降雨的频率随时间增加明显降低( 图 2) ，这些可
能是导致沟道泥沙贡献率减小的因素。
各泥沙源地典型旋回贡献率的变化特征与全剖面解析结果相似。典型旋回作为高强度暴雨下的产

物，利用其判别各泥沙源地的产沙情况更可靠。典型旋回判别结果与全剖面判别结果相似，说明试验结
果可信度较高。

3 结论

( 1) 利用淤地坝淤积泥沙反演侵蚀过程及泥沙来源，典型旋回的确定有利于精确所建立的样品时
间序列，同时它也可作为验证泥沙全剖面解析结果的手段。
( 2) 研究区林、果园地泥沙贡献率之和显著小于林果植被面积占流域面积之比，体现了退耕还林在

减少小流域侵蚀产沙方面的作用。
( 3) 文中利用的贡献率 /面积比系数可反应泥沙源地间侵蚀强度的大小差异。随着退耕年限的增

加，人工林泥沙贡献率呈增长趋势，后续研究区工作应在人工林抚育和管理等方面加强。
( 4) 在退耕还林实施后植被条件转好的背景下，沟道泥沙贡献率呈减小趋势，但其仍为黄土高原丘

陵区侵蚀泥沙的主要来源地。而黄土高原地区高强度的降雨，使得缓坡耕地仍需辅以相应的水土保持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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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es of erosion and sediment yield in a small watersh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CHEN Hong1，LIU Gang1，2，LIU Pu-ling1，2，ZHANG Ning-ning2，3

(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oil Erosion and Dryland Farming on the Loess Plateau，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China; 2．I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CAS ＆ MWＲ，Yangling 712100，China;

3．College of Life Sciences，Yulin University，Yulin 719000，China)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rain for Green Project ( GGP ) has significantly controlled soil erosion
and improv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the Loess Plateau． In order to control soil erosion on small watershed
for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n the Loess Plateau，fingerprinting was used to reveal the sediment sources of
check dam and the features of erosion in a typical watershed in 2003－2011．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di-
ment contribution rates of gully，artificial forest，shrub，and gentle slope farmland were 40%，25. 9%，
20. 3%，and 13. 8%，respectively． Deposited sediment in check dam mainly came from gully． Ｒatio between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each source area and the percentage of their area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erosion in-
tensity following the decreasing order as gully＞gentle slope farmland＞artificial forest＞shrub． During implemen-
tation of GGP，the sediment contribution rate of artificial forest increased and gully reduced，respectively．
However，gully is still the main source of erosion sediment in the hilly region of the Loess Plateau． The shrubs
plan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GGP effectively reduced erosion，but the gentle slope farmland still needs meas-
ures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Key words: fingerprinting identification; erosion processes; depositional cycle; contribution rate of sediment;
check 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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